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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塑造与识字教科书的常识书写

周慧梅

　 　 摘　 要： 对于失学成年民众来讲， 识字教科书可能是他们拥有的最早或唯一书籍， 怀揣

“读书明理”古训， 更容易接受教科书传递的价值选择以及观念赋予。 识字教科书作为载体，
承载着“谁”来决定、 传达“谁”的知识、 何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价值取向等诸多考量， 进而

建构出一套独特的识字教科书话语体系， 在传授基本识字能力的同时塑形国民， 赋予了识字

行为社会与政治意义。 本文以 １９３０ 年代教育部编审处编辑的三民主义千字课为文本来源， 分

析政府及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来框定、 修正失学民众的价值观念， 揭示识字教科

书如何通过常识进行再生产。
　 　 关键词： 识字教科书； 失学民众； 常识书写； 国民塑造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５７－０９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发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

态国家机器》一文， 从“社会关系再生产”角度阐述了隐慝在学校主导的国家机器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

系。［１］作为教育基本载体、 在教育过程中承担主要知识源的教科书， 以权威面目占据着学生们绝大多数

的学习时间和空间， 显示出塑造政治认同的威力。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迈克尔·Ｗ·阿普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Ａｐｐｌｅ）的《意识形态与课程》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开教科书政治学研究之先声。 法国巴黎高等

研究院教授皮埃尔·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谢弗（Ｄａｖｉｄ． Ｒ．
Ｓｈａｆｆｅｒ）从不同视角来探讨、 诠释教科书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学教

授季家珍（Ｊｏａｎ Ｊｕｄｇｅ）则以中国晚清教科书和国民读本为例， 探索教育、 文化与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 国内学界亦纷纷关注教科书的价值取向， 吴康宁、 毕苑、 石鸥、 李孝迁、 李帆等从国民塑造、
国家认同的角度①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 公民等教科书作了深入探讨。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学校

教育领域， 甚少涉及失学民众的识字教科书。 笔者以 １９３０ 年代教育部编辑的《三民主义千字课》为切入

点， 分析政府及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来框定、 修正失学民众的价值观念， 揭示国家与知识

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将“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常识渗透给成年失学民众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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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家建设目标下的识字课本编辑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国民党二届中常会通过《下层工作纲领》， 将“识字”列为七项运动之首， 其基

本要图在于国民皆能识字， 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此理路下， 编辑识字教科书成为“党之重事”。
１９２９ 年，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委员焦易堂提出“全民识字施行法及编

制三民主义千字课”提案， 经中央第十九次常委会决议： “交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审查， 并编制《三民

主义千字课》。” ［２］１０ 月 １７ 日， 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代表在中训部会客室召开“审查民众识字法案”第
二次会议， 到会代表有中央训练部的黄俊昌、 徐准起、 李人祝， 教育部则有陈剑修、 赵廼传等， 会议

通过“编制《三民主义千字课》案”， 议决识字教科书由教育部编纂， 中央训练部负责审定。［３］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教育部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 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正式启动， 由编

审处承担。
采用怎样的编辑原则成为首要问题。 １２ 月 １３ 日， 教育部编审处召开编辑会议， 大家就课文内容体

现“三民主义”还是整体“三民主义化”争论激烈， 特派编审李贻燕赴中央训练部询问。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

央训练部正式发函教育部， 确认“三民主义化”的编辑原则， 框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及传递“谁的

知识”的标准。 根据中央训练部编辑要点， 教育部制定千字课的选材原则、 标准、 来源以及手续等， 如

选材以三民主义为基础， 凡关于自然、 卫生、 史地、 国民道德各项材料， 均以总理遗著为根据， 遇必

要时再从教育部审定的各种小学教科书及民众读本中抽取最必要的常识加以补充， 以不违背三民主义

为根本原则。 确定了识字课本教科书内容的知识来源。
中央训练部将“千字须为人民日常生活最常用之字”列为“选定要点”之首， 但因“紧着日程”， 编审

处将重要精力放在选字材料的遴选上。 按照中央训练班确定的《三民主义千字课》编辑方针①规定， 教

育部编审处制定出四项选材标准： （１）须为了解并认识党义所不可少的常识； （２）须为民众所需要；
（３）须能改进民众生活； （４）须能介绍必要的文字。［４］千字教科书在教民众识字的同时， 还要渗透各种常

识， 以便“唤起民众”。 据此， 以短时间搜集到的“六大类”②材料（共计 ６２ 万余字， 其中“总理遗著”３２
万有余， 约占总比例的 ５１． ５２％； 法规文告类最少， 仅占总字数的 ３． ４％）作为选字来源。 从这 ６２ 万余

字数中统计单字出现的次频， 选择次数在 １００－１ ００１ 次以上的共计 ９００ 字。 “这九百个字里面， 有极少

数的字， 因材料的原文是文言， 或因材料偏重在党义方面， 所以不是民众最常用的字。 可是这次选字

的目的， 不但要选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见常用的字， 还要选出了解三民主义所应认识的字。 这类

的字， 虽非常用的字， 也许为了解三民主义所必须， 所以仍旧把他保留在里面。 其余大部分的字， 可

算得是用处极大的。” ［４］为验证选字的涵盖性， 编辑专门将其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农民千字课》
所依据的千字作了比对， 发现两者重合率为 ８０％。 尽管编辑意识到“还得要扩充材料， 把这次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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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编辑方针包括： 普及三民主义； （２）培养国民道德； （３）注重历史地理并切实日常生活需

要； （４）便于短期教学应用； （５）适应读者年龄。
“六大类”包括： （１）总理遗著： 三民主义、 建国大纲、 实业计划、 孙文学说、 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言， 民权初步六种； （２）宣传刊物： 七项运动宣传册、 总理关于青年农工商的遗教、 撤

废领判权运动等共十二种； （３）法规和文告： 自治法规七种、 文告八十一件； （４）日报与刊物：
政府公报、 日报及杂志五种； （５）通俗图书： 上下古今谈等十种； （６）杂类、 书信五百九十七

封， 簿据五十件， 广告五十一张， 招贴、 招牌约五百六十余件。



字， 加以补正”， 但限于时间， “只得暂时采用”。［４］ 显而易见， 编审处将侧重政治常识作为“三民主义

化”的外在表现。 教育部根据儿童和成年使用对象， 分为甲乙两种三民主义千字课， 各为四册， 每册 ２２
课， 按照科目分配其千字课的课文材料，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识字课本中的材料分配表（１９３０ 年）

册别

明细

三民主义 国民道德 历史 地理 自然 卫生 其他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第一册 ３ ４ １ ２ － ２ １ １ １０ ３ ４ ６ ３ ４
第二册 ３ ６ ５ ２ ６ ６ － ４ １ － ６ ４ １ －
第三册 ５ ９ ２ ３ ２ １ ６ ５ ４ ２ ２ １ １ １
第四册 １０ １５ １ － ２ － １ ２ － ３ － － １ ２
总计 ２１ ３４ ９ ７ １０ ９ ８ １２ １５ ８ １２ １１ ６ ７

备注： 甲种程度较深， 供儿童用； 乙种程度较浅， 供成人用。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的《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的经过报告》， 见《教育部公报》， 第 ２ 卷 ２７ 期。

　 　 从表中可见， 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的年龄和接受程度， 教育部编审处在材料选择上有所侧重， 但

不论甲乙种， 三民主义都占第一位。 该年 ５ 月底， 选字和课文初稿同时完成； ６ 月初， 由教育部指定社

会教育司司长陈剑修、 高等教育司司长孙本文、 教育部参事赵廼传、 陈石珍以及社会教育司科长戴应

观、 秘书周淦、 编审惟英、 杨适夷组成审查委员会予以审查， 根据审查结果， 原编辑根据审查意见再

详加修正。 编辑委员会延续之前识字课本的图文并茂、 语言力图浅近等风格， “把课文的意义弄得异常

明显， 使得民众识了字便能够懂得意义” ［５］列为第一要义， 并用注音符号附在文字旁边以示提倡。
《三民主义千字课》编选完成后， 编辑自我反思， 认为最明显缺点是“内容太深”， 原因有三： 一是

因为史地、 党义材料对民众过于深奥， 难于用民众熟悉的浅显文字来表达； 二是“由于编者的用语与民

众的用语也许离开得很远， 有许多用语， 在编者自己看来， 十分明白浅近， 但是在一般的民众听去，
也许是很难懂得， 这也是课文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４］； 三是每课生字太多。 “这次的编辑因为生字总数

似乎必须在千字以上， 所以每课生字有十余字之多。 但是像乡间的农夫， 及街上拉车的车夫， 要他们

每天记忆十余个生字， 恐怕有点困难， 这也是深的原因之一。” ［４］ 有鉴于此， 教育部随即以“暂行本”为
名， 经中央训练部审定后正式出版。 “因为时间短促， 缺点自然难免， 所以现将该本定为暂行本一俟印

出， 实验一年后， 拟再加以澈底之修订。” ［６］１９３２ 年， 教育部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丙种”， 专供乡村民

众识字之用， １９３３ 年审定出版时同样以“暂行本”行世。

　 　 二、 识字课本中的常识书写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 山东代表王祝晨递交提案， 建议中央格外注意民众读本中的

常识部分： “中国一般民众常识的本源， 大概是从戏剧、 小说、 大鼓书、 小唱本等等东西来的……故拟

请中央格外注意。” ［７］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申报》曾刊登教育部消息， 称“查全国民众学校所用之课本，
多半采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所编之平民千字课及书坊改编之千字课本， 内容大致分为平民读物及应用

文件， 虽亦适合普通应用， 而按诸现代潮流及以后趋势， 应有整个之计划， 具体之目标编订三民主义

化的千字课本， 以期全民识字受相当之教育。” ［５］ 在此舆论下， “教育部在最短期内编成三民主义课本，
以作识字教材。 且使常人能于四个月内， 受有公民训练。” ［８］ 公民教育中的常识被悄然转换为国民党的

党义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 由此， 识字教材除教失学民众识字之外， 普及三民主义的公民训练成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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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的新常识。 编审处根据使用对象不同先后出版“甲乙丙”三种版本， 其中《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

本丙种》（以下简称“丙种千字课”）以乡村民众为主。 与城市民众相比， 识字教科书对于甚少有机会接

触文字的乡村民众的意义更为重要。 “丙种千字课”四册 １００ 课， 内容涉及到乡村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课文字数、 内容深度随分册数字增大而增加。 它以“三民主义为中心， 并竭力顾及乡村民众切身的需要

和了解的能力”作为指引， 根据教育部编订的《民众暂行字汇》及坊间所出各种千字课， 选出乡村民众日

常生活中常用千字， 采用“流利而浅显的国语文”，［９］来重新书写农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常识， 培养乡村

民众的国民道德， 以期能使乡村民众信仰三民主义， 成为新时代合格国民。
（一）国家与民族

在课文中， 教育部编审处编辑多通过具体化事例阐述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等抽象概念， 激发民众

胸中的愤懑， 配合着实践中社会教育机关的时事讲演、 禁烟运动、 服用国货、 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国耻纪念日等运动， 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书写国家与民族。

课文中用语直白、 直抒胸臆， 如第一册第 １４ 课： “种棉织棉布， 种麻织夏布。 多种棉和麻， 可以

多织布。 棉布与夏布， 便宜又坚固。 我们中国人， 要用中国布。” ［１０］第二册第 ８ 课来描述出口与进口之

间的逆差： “我们中国每年出口货少， 进口货多， 以前每年给外国人拿去两万万元， 现在已经加到每年

四五万万元， 我们再不想法， 以后还要年年加多， 大家想： 这样下去， 十年以后， 我们中国要穷到什

么地步呢？” ［１１］将购买国货与爱国、 民族复兴对接起来。 第三册第 １ 课： “我们中国， 土地很广， 西北

有高山， 东南近海洋。 北部多牛羊骡马， 豆麦高粱， 南部多棉麻丝茶， 糖果米粮。 还有金矿、 铜矿、
铁矿、 煤矿， 这样一个好地方， 就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家乡。” ［１２］借此说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保护国家的

责任。 第 １２ 课讴歌为国壮烈牺牲的英雄： “谁葬在黄花岗上？ 七十二烈士。 他们为什么死的？ 为革命

而死。 他们是怎样的人？ 真爱国的英雄。 不怕死的好汉。 他们用什么武器？ 几百枝的手枪， 几百颗的

炸弹。” ［１３］第四册中更直面不足： “我们中华民族， 现在反受外国人的压迫， 地位非常的低， 都因为中

国人像一盘散沙， 只知道团结家属宗族， 不知道团结民族”；［１４］ “可是从清朝到现在， 现在西洋人进步

很快， 我们反渐渐落后， 变成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家。” ［１５］痛心国家的衰弱并直言病因， 以此来激发民众

的爱国热情。
丙种千字课多借助主流话语模式的“宏大叙事”方式， 以标志性的社会重大事件为切入点， 让民众

在对帝国列强的控诉中进行思考和认知。 如“林则徐烧鸦片”一文： “鸦片烟害人真不浅， 吸烟的伤身又

费钱， 英国人初来卖鸦片， 算起来已经几百年。 到后来有个林则徐， 亲身到广东去禁烟， 二万箱鸦片

都烧掉， 他禁烟禁的真正严。” ［１６］在课文中， 反日主题最为集中， 如第三册第 ８ 课“中国人与日本人”：
“民国十二年，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人大家捐出钱来， 救济日本的灾民。 民国二十

年， 我国发生大水灾， 日本人乘这个时候出兵东三省， 杀死我们的同胞， 占据我们的土地， 日本人和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不同呢？” ［１７］在对比中塑造日本人的以怨报德的负面形象。 课文中借教民众写信

来号召民众收回东北， 侄儿连城给“三叔父”的信中写到： “我们到东三省来， 开垦荒地， 种些高粱大

豆， 出息很好， 不料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东三省被日本人占去， 害的我们田也种不成了， 我们再不努力

想法收回， 中国的东三省， 怕要变成日本的土地了。” ［１８］课文从农民种地的熟悉场景出发， 引出要支持

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保家卫国的号召， 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标。
（二）领袖与政党

编审处将“使乡村民众信仰三民主义， 并培养乡村民众的国民道德”列为编辑大意的第一要则。 作

为国民党精神象征和三民主义的创造者孙中山， 以领袖、 国家的象征反复在“丙种千字课”的课文中出

现。 因教育对象为乡村民众， 书中处处强调孙中山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之情， 藉此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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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仅是三民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更是为穷人谋饭吃的领袖、 农民大会的提倡者。 他作为国民党

和国民政府的领袖， 以绝对优势占据了中国国民党在识字教科书中的空间。
在课文中， 孙中山被描述成一个对农民的穷苦极具同情心的革命领袖。 民生问题首当要冲， “我们

中国人， 现在很穷， 饭也不够吃， 年年有人饿死， 遇到荒年， 饿死的人更多。 中山先生说： 我们要中

国人大家都有饭吃， 还要大家都有很便宜的饭吃。” ［１９］ “民国十三年八月， 广东开农民大会， 到会的农

民， 有几万人， 中山先生看见他们， 都是布衣赤脚， 想到他们的穷苦， 就不觉留下泪来。” ［２０］ “中山先

生在农民大会里演说： ‘我们中国农民最多， 全国人民都要靠农民种了田， 才有饭吃， 可是农民自己很

穷， 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革命， 来解除农民的痛苦。’” ［２１］ 诸如民主和革命话语等抽象概念大多安排在

第三、 四册。 如第四册第 １５ 课“平均地权”课文中先描述了农民替地主耕田、 地主不耕种却获益的情

况， 然后写到“中山先生看到这种不公平， 想出一个平均地权的办法， 先由地主自定地价……”第四册

第 ２３ 课“三民主义”， 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介绍概念和目标：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和民

生主义。 民族主义， 是要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上各民族， 大家都平等， 谁也不受谁的欺侮。 民权主义，
是要我们全国人民， 都有权去管国家的事情， 不给少数人专断。 民生主义， 是要人人都做事， 人人有

饭吃， 大家都能够过很好的生活， 没有贫富的分别。 孙中山先生发明三民主义， 就是要我们中国人和

全世界的人， 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 十分快乐， 我们大家照三民主义去做， 自然会有成功的一天。” ［２３］

在该课教学法中， 列出如“三民主义是谁发明的？ 什么叫做主义？ 什么叫做平等？ 人民怎样去管理国家

的事情？ 什么叫少数人专断？ 为什么人人都要做事？ 孙中山先生为什么发明三民主义” ［２４］ 等让学生深

究的诸多问题， 将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与民主平等画上等号。
课文还通过象征符号的运用， 如国旗、 党旗、 双十节等， 来引导民众将虚无的国家观念具体化为

国民政府。 “十月十日， 是国庆节， 村里人发起一个提灯会。 到了那天晚上， 提灯的有一百多人， 非常

热闹， 他们一面唱歌一面走， 灯上有的画党旗国旗， 有的画双十， 有的写‘民国万岁’， 红红绿绿， 非

常好看。” ［２５］将国民政府的党国旗、 双十节以及“民国万岁”直接连接起来， 向乡村民众传递国民政府的

正统地位的观念。
与课文搭配的插图为不同时期的孙中山照片， 其目光坚毅， 形容消瘦， 显示孙中山为了革命和民

众福祉， 呕心沥血， 百折不挠的形象。 识字课本这种独占性的领袖书写坚定了“国父”的形象， 孙中山

成了国民党政党的一个政治符号。 如第三册第 １１ 课“奋斗”： “中山先生， 一生革命四十年， 他为了要

救中国， 便努力奋斗， 不怕失败。 有许多人问他： ‘你这位先生， 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总是

这样热心呢？’他说： ‘我要救中国， 我总希望中国革命成功， 我便不能不总是这样的奋斗’”。［２６］利用这

个政治符号延展， “民国十六年， 国民党革命军北伐胜利， 得到南京以后， 照中山先生的意思， 国民政

府迁到南京， 南京就成了我国的国都”。［２７］书中凡是涉及党或国家的文章必不可少的会出现孙中山的身

影， 几乎浑然一体， 将看到农民贫苦而立志革命救国、 推翻清政府、 缔造中华民国这一壮举归功于孙

中山不屈不挠的奋斗； 将与军阀做斗争、 开展二次革命、 完成北伐归功于靠孙中山雄才大略的指导。
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顽强革命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天下为公”精神， 成为围绕和加持国民党政府

的“定海神针”。
（三）科学卫生与新农技推广

中央训练部委托教育部编辑《三民主义主义千字课》， 目的极为明确， 除普及三民主义培养国民道

德之外， 还注重历史地理并切实符合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教育部在课文选材时所选择的民众常识中，
改进民众生活、 塑造适合现代国家建设的新国民成为必须。 “我们为了民众的智识能力不足为国家的主

人翁， 所以要训政； 我们为了民众基本教育太差， 不足为新时代的公民， 所以要办训政时期的民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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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２８］国民政府借助社会教育要“唤起民众”进行训政， 除爱国爱领袖、 遵循三民主义方针外， 要懂得

科学和卫生， 破除迷信、 预防传染病， 清理周边环境和种痘来提高免疫力； 要学会应用先进的农具，
增加农村生产力。

科学卫生、 破除迷信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词汇， 自然也被作为乡村民众常识的必备和识

字教材中的应有之义。 破除迷信， 懂得科学知识， 课文用讲故事的形式， 图文并茂。 如第一册 ２３ 课

“不要喝脏水”： “夏天天气很热， 麻五在田里种田， 十分口渴， 就走到河边喝了几口脏水。 不料一会儿

肚子痛起来， 病了一个多月， 等到病好了， 田都荒了。” ［２９］２４ 课“不要在露天睡着”： “田里的瓜长的很

大了。 费六睡在瓜田里看瓜。 他很贪凉， 常常在露天睡着， 不睡在草棚里。 后来他着了凉， 就生病了。
那卖瓜的钱， 还不够他买药吃呢！” ［３０］ 第二册更是用了四课的篇幅来强调要注意公共卫生、 预防霍乱、
天花等， “我们家里的脏东西， 不可随便倒在路边， 或倒在河里， 免得传染疾病。 我们在公共的地方，
不可随地大小便， 或随地吐痰， 免得传染疾病” ［３１］。 并通过课文， 教民众怎样预防霍乱、 肺病等传染

病， “一、 不喝生水。 二、 不吃蚊蝇停过的东西。 三、 不用病人用过的东西。 四、 不和病人在一起。
五、 不到空气不好的地方去。” ［３２］ 并提醒民众要杀灭蚊蝇［３３］， 用种痘等方式来避免传染天花。 “大姊：
近来村里出天花的小孩很多， 不知道你那里怎样？ 天花传染很快， 又很危险， 母亲叫你不要放外甥出

去玩， 还要快快替外甥种牛痘， 免得传染天花”等等。［３４］用接连四节课的篇幅来向没有施行现代公共卫

生措施的乡村民众普及科学预防传染病的常识。 在识字课本中，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对乡村民间早婚的

风俗提出批评， 采用表兄给表弟写信的方式， “我想你今年才十八岁， 结婚以后， 就要生小孩， 不到三

十岁， 就要有许多子女， 到那个时候， 不但你们一家大小的身体， 十分衰弱， 就是生活上， 也一定要

受到许多痛苦” ［３５］劝表弟庆荣切勿早婚。 显而易见， 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中对科学常识的弘扬， 对

乡村民众日常生活和疾病关照的重视， 是政府和社会精英传播健康理念和塑造民众卫生习惯， 是国家

权力延伸和社会整合的过程。
课文中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缔造的新社会与“落后”“迷信”“不讲卫生”的传统社会截然分开。 在这套

话语体系中， 三民主义化的国民政府是“科学”和“进步”的化身， 国家和个人在健康问题上目标一致，
乡村民众个体要对自身和周边环境进行清洁并保持卫生， 才能使得国家和国民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
在这里， 个人预防传染病不仅仅视为个体行为， 而是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的体现。 在

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下， 祛除疾病、 保持健康是国家对一个合格国民的基本要求， 乡村民众个体对保

持健康的重视程度成为衡量其“国民身份”素质优劣， 甚至是否遵行三民主义的政治觉悟的重要指标。
课文从农民日常生活出发， 从农民自身利益角度推广新型农业技术。 如要民众学会利用抽水机，

“种田用的水车， 或用人力， 或用牛力， 一天忙到夜， 也抽不了多少水， 现在有一种抽水机， 只要一二

人去管理， 就有几百人的力气， 用他来抽水， 又快又便利” ［３６］。 利用写信函的方式， 寄出三百元， 要

身在上海的朋友代村里买一架抽水机。［３７］还要学会选种子， “我国农人， 多不注意选种子， 所以稻麦的

收成不十分好。 我们选种子， 要选穗多的， 穗大的， 杆高的， 杆直的， 和没有被虫伤害过的， 第二年

再从这些种子生出来的稻麦， 选出更好的种子， 这样接连的选几年， 就会长出很好的稻麦来， 收成自

然会多了。” ［３８］选种的措施步骤简单可行， 并利用开河凿井技术， “不靠神仙靠自己， 开河凿井在田边。
雨多不怕无去路， 天旱也有水灌田”。［３９］提高农业收成， 还需要“轮种。” ［４０］此外， 在课文中还宣传国历

的好处，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年年不变， 我们每年耕地下种， 施肥收获， 都有一定的时候， 比用旧历

便利得多了。” ［４１］用不误农时来推广乡村民众不熟悉的国历， 培养对国民政府的情感认同。
（四）城市与乡村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加快， 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集中于城市， 城市生活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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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种千字课”尽管是给乡村民众作为识字的教材， 但由于是处于城市中的国立编译馆所编辑， 虽有对

农村田园生活的描述， 但基于现代化以及现代国家的想象， 课文中涉及到城乡之间的内容， 却有意无

意的为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描述出现代城市的衣食住行的便利日常。
课文中的书写策略统一， 大多为生活在乡村中、 见识较少的主人公因缘际会来到城市“开了眼界”，

从其视角描述“外面的大千世界”。 如第二册第 １９ 课“车与飞机”： “王五保从上海回来， 对村里人说：
‘我从前坐了马车， 已经觉得很快。 后来到上海， 坐了火车， 又坐了电车汽车， 比马车快得多。 又看见

在天空里飞的飞机， 像鸟儿一样的飞。 一天可以飞一万多里， 比火车电车汽车还要快十倍。 我想再过

几十年， 一定有比飞机还要快的东西呢？’” ［４２］ 该篇课文的插图上有一处城市火车站附近的街道， 路上

行驶着汽车、 马车， 道路旁边的火车轨道上还有正冒着滚滚浓烟行驶的蒸汽火车， 空中还有大小两架

飞机， 远处还有高楼矗立。 课文借主人公王五保去上海大都市的亲身体会， 向村民描述繁华城市的日

新月异的交通工具。 很有意思的是， 在描述汽船出烟被惊吓的场景时， 课文将这个愚笨的形象安在日

本人身上。 “一百年前， 有一只汽船开到日本， 那时日本没有汽船， 只有帆船， 他们看见汽船上的烟囱

出烟， 就大叫失火， 急忙打了水， 到船上去救火， 船上的人， 都笑日本人没有见识。 可是最近几十年

来， 日本人已经自己造了很多的汽船了。” ［４３］在取笑日本人曾经孤陋寡闻的同时， 还讲到了最近几十年

日本人知耻而勇， 科技进步的现状。 再如第四册第 １３ 课的“城市与乡村”， 通过主人公陆富全和表弟的

对话直接将两者作了对比。 课文中的主人公陆富全因吃喜酒的关系， 到城市的表弟家居住十天， 插图

就是表弟带着陆富全行走在北京城里， 画面中， 高楼林立， 店铺毗邻， 汽车马车行人熙熙攘攘构成了

热闹的街头， 街道远处还有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一团团巨大烟雾。 “富全跑进北平城， 看见热闹的街

市， 高大的房屋， 行人车马往来不息， 后来表弟又陪他到公园， 戏院， 商场， 游艺场等处去游玩， 富

全……十分快乐， 对表弟说： ‘城市比乡村好的多了。’” ［４４］尽管表弟有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批评， 但无形

中向乡村民众传递的却是城市的繁荣和便捷， 与近代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趋势契合匹配。

　 　 三、 结语

三民主义千字课编成后， 作为编者的教育部编审处极为自信， 认为它可以替代常识课本使用， 一

改民众学校无审定本可用的困境： “惟已出版之常识课本， 均不合民众学校之用。 因此迄今尚无审定之

本。 本部编辑之三民主义千字课， 已包含常识材料。 非有特殊情形， 似无庸再用常识课本。” ［４５］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申报》刊登快讯， 对教育部编审处编辑的识字教科书的特色予以推介： “教育部前奉中央令编辑

三民主义千字课、 以供全国民众学校之用……选材以三民主义为中心， 并依读者切身的需要， 及了解

能力， 旁及国民道德、 历史、 地理、 自然卫生等常识， 错综排列， 插入图画， 极有兴味， 曾送中央训

练部审定后复经该部加注注音符号， 交付印局排印， 详细校对， 现已出版， 即分拨各地应用……” ［４６］

为了供给各地民众学校教材起见， 教育部专门公布《仿印三民主义千字课办法》九条， 以便各书坊无偿

仿印发行。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大东书局承担“丙种千字课”的“仿印并发行者”。 １９３５ 年大东书局升格为“总
发行所”， 下辖南京、 汉口、 徐州、 北平、 天津、 辽宁、 杭州、 梧州、 汕头等 ２３ 处分发行， 销售网络

之发达显示该书的受众之广。 据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就民众学校国内使用最为普及的五种识字教科书①

·３６·

国民塑造与识字教科书的常识书写

① 五种识字教科书包括： 教育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分甲乙丙三种， 大东书局）、 陶行知编《老
少通千字课》（商务印书馆）、 庄泽宣编《人人读》（共八册， 商务印书馆）、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编《市民千字课》（商务印书馆）和盛朗西等编《民众千字课本》（中华书局）。



中涵盖的常识的调查结果显示， “以三民主义千字课三种为最丰富， 且取材范围适与常识选材标准相

符， 故关于教材上之困难， 只须选用课本得当， 似可迎刃而解。” ［４７］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甲乙丙三种

课本包含的常识知识， 被认为最佳。
从理论架构上看， 识字课本通过一套“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民主共和国缔造者＝南京国

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来源”的话语逻辑的建构和解读， 树立起孙中山为民为国为全人类的高大领袖形象。
它借助主流的宏大历史事件对中华民国、 南京国民政府的诞生和所处的困境予以阐述， 给予失学民众

一种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洗礼， 并通过对城市生活繁荣景象的渲染和一整套教科书里的民众常识，
以期达到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识字教科书作为集国民道德、 历史、 地理、 自然、 卫生等于一体的识

字课本， 其不断在话语体系中凸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处于“失语状态”的不识字民众来讲， 识字

教科书为他们展现出不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关系， 并通过“书本中的世界”这扇窗， 在自觉不自

觉中将教科书话语迁移到自身日常生活中。 中央政府通过部编识字课本， 重新选择、 筛选并建构新式

常识， 国家与民族、 领袖与政党、 科学卫生与新农业技术推广、 城市与乡村等一一铺陈开来， 通过教

科书的常识再生产， 将新的价值理念悄然渗透到普通民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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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ｏｗ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责任编辑　 于小艳）
（英文审校　 余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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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塑造与识字教科书的常识书写


